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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整个海洋中蓄积的碳总量达到 39×1012 t, 占全球碳总量的 93%, 约为大气的 53

倍。这些碳或重新进入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或被长期储存起来; 而其中一部分被永久地储存在海底。根据联合国《蓝

碳》报告, 地球上超过一半(55%)的生物碳或是绿色碳捕获是由海洋生物完成的, 这些海洋生物包括浮游生物、细

菌、海藻、盐沼植物和红树林。本文综述了近年国际上对海洋生物碳汇的研究结果, 阐述了海洋生物固碳的机制、

海洋生物碳汇的现状及其修复措施, 同时评价和论述了海水贝藻养殖作为渔业碳汇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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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对全球气温升高的贡献高达 70%, 居各

种温室气体之首  [1–2]。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

凸显, 世界各国对于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发展和

碳汇储量越来越重视。碳源汇的概念有静态和动

态之分。静态的碳源是指释放CO2的源, 主要是指

海洋、土壤、岩石与生物体; 静态的碳汇是指自

然界中碳的寄存体 , 包括森林、湿地和海洋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对碳源

做出了动态的解释, 将其定义为“向大气中释放

CO2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同时将碳汇定义为“从

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或机制”。不论是静

态的还是动态的, 碳源与碳汇都是两个相对的概

念。由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世界各国普遍

重视森林碳汇及其碳储量, 并且做了大量工作来

建立和改进其计量方法。在林业中, 碳汇主要是

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

壤中 , 从而减少大气CO2的浓度; 目前广泛采用

的森林碳汇计量方法包括生物量法、蓄积量法、

生物量清单法等。相对而言, 对于海洋碳汇的研

究还不够全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相对系统

和普遍接受的计量方法。 

从生物地球化学的角度看, 海洋在全球碳循

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球上大约有 93%的CO2

会循环进入海洋, 它们或重新进入生物地化循环, 

或被长期储存起来 [3]。海洋每年吸收的碳大约是

2.0~2.2 Pg(C) [3], 这其中只有一部分被永久地储

存在海底。由于温度、流场、盐度和化学成分的

差异, 不同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捕获和储存能力也

不尽相同。陆架边缘海域的表面积不大, 但由于

这个区域接纳了大量的上升流和河流携带而来的

碳和营养盐 , 因而不仅承载了海量的生物活动 , 

而且在碳的生物地化循环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多数的陆架边缘海区都是大气的碳汇, 其碳捕

获量是 0.33~0.36 Pg(C)/a, 相当于大洋碳汇总量

的 27%~30%; 而沿岸生态系统(包括滩涂、河口等)

则是大气的碳源, 每年向大气释放碳的量可多达

0.5 Pg(C)/a [4]。根据释放和吸收碳的相对数量的不

同, 大洋生态系统也可以分成碳源和碳汇两个部

分, 例如 30°N以北的大西洋水域是一个年吸收

0.35 Pg(C)的碳汇 , 而热带水域则是一个向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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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释放CO2的碳源
 [5]。 

1  海洋固碳作用的重要机制 

海洋植物的碳捕获能量极为强大和高效, 虽
然它们的总量只有陆生植物的 0.05%, 但它们的
碳储量(循环量)却与陆生植物相当。海洋生物生
长的地区还不到全球海底面积的 0.5%, 却有超过
一半或高达 70%的碳被海洋植物捕集转化为海洋
沉积物, 形成植物的蓝色碳捕集和移出通道。土
壤捕获和储存的碳可保存几十年或几百年; 而在
海洋中的生物碳可以储存上千年。 
海洋生态系统通过参与全球碳循环来调控大

气CO2浓度的变化。海洋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

主要是通过海洋生物泵完成, 这一过程又分为有

机碳泵和碳酸盐泵[6]。通常所说的生物泵仅指有

机碳泵, 浮游植物及大型藻类等的初级生产是这

一过程的起始环节和关键部分。有学者估计, 在

没有光合作用 (初级生产 )的情况下 , 目前大气

CO2浓度应为 1 000 ppm, 而不是 365 ppm; 反之, 

若生物泵发挥最大效率, 则大气CO2浓度将降至

110 ppm [7–8]; 这其中, 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钙化浮游生物所产生的碳酸钙或其他

营养级较高的海洋动物碳酸钙质残骸被输送到深

海, 进而被埋藏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碳酸钙泵[8]。 

1.1  生物泵作用(包括有机碳泵、碳酸钙泵) 
海洋浮游生物、细菌和病毒占海洋生物总量

的 90%[9–10], 其生产力则占海洋初级生产力的

95%以上[11]。 

1.1.1  海洋微生物固定的碳  海洋病毒虽然需要
依赖其他生物才能生存, 但海洋病毒的总生物量

却相当于 7 500万头蓝鲸 (11.25 Gt)。海洋病毒的

数量估计为 1×1030; 尽管人们对海洋病毒的了解

还不多, 但它们的存在对海洋生物和海洋生物地

化过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海洋病毒与其宿主间

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全球海洋的生物地化循环, 它们

可以通过宿主选择和细胞溶解控制碳循环 [12]。海洋

中每 1 秒钟都有大约 1×1023次病毒侵染发生, 导

致每天有 20%~40%的表层原核生物受到感染并

释放出 108~109 t碳 [10]。估计有大约 25%的生物有

机碳都是在病毒的作用下得以转化 [13]。 

海洋细菌能在阳光的作用下利用变形菌视紫

质(proteorhodopsin)吸收CO2
 [14]; 约有半数海洋细

菌都具有变形菌视紫质。了解海洋细菌及其生态

学特点, 将有助于人类理解CO2 排放量的增加对
海洋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1.1.2  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固定的碳  海洋浮游植
物每年通过光合作用捕获的CO2 超过了 36.5 
Pg(C) [15]。浮游动物的活动是控制大洋海水中颗

粒碳沉积的主要因素[16]。被浮游生物捕获的CO2

中, 大约有 0.5 Pg(C)/a沉积并储存在海底 [17]。以

中国黄海为例, 其各季节平均初级生产力为 425~ 

502.37 mg/(m2·d) [18–19], 而黄海海域总面积为
38×104 km2 [20], 因此黄海浮游植物年固碳的总量

为 58.91~ 69.68 Tg(C) [21]。中国渤海、黄海、东海

的浮游植物固碳强度合计约为 222.0 Tg(C)/a, 而
整个中国近海浮游植物年固碳量达 638.0 Tg(C)/a, 

占全球近海区域浮游植物年固碳量的 5.77% [22]。 

1.1.3  海岸带植物群落固定的碳  红树林、盐沼

植物和大型海藻具有可与农作物相匹敌的高生产

力[23], 不仅高度自养, 而且能把碳捕获储存起来, 

所以被称为“蓝碳”[3]。被这些植物捕获的碳有

的被转移到周边生态系统, 有的以腐殖质的形式

埋入沉积层并被永久封存起来[24]; 而海藻丛林的

固碳作用最为显著, 它们在某些海区能够形成厚

达 3 m 的生物沉积层。从全球来看,“蓝碳”每年

储存的碳量是 120~329 Tg(C), 相当于海洋碳汇

年储量的一半左右, 显然, “蓝碳”在海洋碳循环

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25]。同时, 海岸带植物群

落的碳捕获速率也非常高, 是大洋平均碳捕获速

率的 180倍。 

1.1.4  贝类通过碳酸钙泵固定的碳  贝类生物通
过直接吸收海水中的碳酸氢根(HCO3

−)形成碳酸
钙(CaCO3) 来固碳。其反应方程为: 

Ca2++2HCO3
−=CaCO3+CO2+H2O[26]

可以看出 , 通过这一过程 , 每形成 l mol 
CaCO3, 就可以固定l mol碳。贝类主要成分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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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3。可以根据贝类壳的质量和贝壳中的总碳

含量来估算其固碳量。 
对养殖贝类和海区中自然分布的贝类通过碳

酸钙泵固定的碳, 可以分别按如下方法计算:  
根据 1998年以来的渔业统计数据, 蛤、牡砺

和扇贝是黄海沿岸 3 省的主要养殖品种, 其产量
占贝类总产量的 70%以上。张继红等[27]测定了几

种主要养殖贝类( 栉孔扇贝、太平洋牡蛎和菲律
宾蛤仔)干重与总湿重的比值(干壳重系数), 其平
均值为 0.551 4; 而这些贝类的贝壳总碳含量平均
为 11.45% [28]。养殖贝类通过碳酸钙泵固定的碳量

等于当年养殖贝类的产量、养殖贝类的平均干壳

重系数和贝壳中总碳的平均含量三者的乘积。

2006年黄海沿岸三省养殖贝类的产量为 5.17×106 

t, 则当年养殖贝类可固定 3.27×105 t碳。 
根据中国 1998–2000 年黄海底栖生物调查的

结果, 自然海区中的贝类全年平均生物量为 4.28 
g/m2[29], 按海区自然生长贝类每年更新 10%计算, 
可得黄海自然分布贝类全年平均固碳量为 1.03× 

104 t。 

1.2  溶解泵作用(海–气界面的碳通量) 
海洋持有的碳(38 000 Pg)约比大气多 50 倍, 

其中大部分是以碳酸盐(CO3
2−)和碳酸氢盐(HCO3

−)

离子的形式存在。CO2在海水表面和大气圈之间

交换的一个重要控制因子是CO2在海水与大气间

的分压差, 而海水CO2分压的大小取决于植物光

合作用、洋流涌升、温度、盐度和pH值等多种因

素[30]。 

综合植物和贝类的生物泵作用, 黄海海洋生

态系统每年可固定碳量为 7.04×107t/km2(浮游植

物初级生产力取 1998–2000年的值)。其中浮游植

物初级生产以 98 %的贡献率占主导地位, 大型海

藻和养殖贝类固碳的贡献率分别为 0.56%和

0.46%, 野生贝类的固碳贡献率仅为 0.02% [21]。到

目前为止, 黄海沿岸的海水养殖对整个黄海海洋

生态系统吸收碳的能力的影响极为有限。黄海浮

游植物的初级生产是固碳的主导因素。从数量上

看 , 生物固碳的量是通过海–气界面物理固碳量

的 7.85 倍。从季节变化趋势上看, 生物泵作用的

变化要滞后于CO2通量的变化。生物泵作用强度

春、夏季高, 秋、冬季低。而CO2通量强度则春季

较高, 夏、秋两季低, 冬季又回升到较高水平。 

2  海洋的固碳能力及其变化 

海洋储存了全球二氧化碳总量的 93%, 大约

为 40 000 Pg。另外, 每年通过海洋循环的CO2量

约为 90 Pg [15]; 海洋将大气中 30%的碳捕获并移

出。红树林、盐沼和海藻等海洋沿岸生态系统每

年捕获的CO2量为 8.7~16.5 Tg, 约等于全球运输

业碳年排放量( 37.0 Tg)的一半。但是, 由于人为

破坏和极度缺乏维护, 这些自然碳汇正在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消失。由UNEP、FAO、IOC以及一些

著名学者在南非国际海洋月上发布的《蓝碳: 健

康海洋的固碳作用》[3]报告中比较客观、全面地

反映了海洋生物碳汇的现状及其不断减少的趋势, 

并呼吁世界各国立即采取行动, 维持和恢复 “蓝

色碳汇”(即海洋碳汇, 简称“蓝汇”), 保护海岸

带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 

海洋碳汇及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正在以惊

人的速度消失, 其消失的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生态
系统。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全球大约有 1/3的海

藻床已经消失了, 并且其消失的速度正在逐年增
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海藻床消失的速度是
0.9%/a, 而 2000 年之后则高达 7%/a [31]。全球大

约有 25%的盐沼也消失了[32], 其每年消失的速率
是 1%~2% [33]。Valiela 等[34]估计, 1940 年以来, 

全球有大约 35% 的红树林已经消失, 而东南亚
地区有 90%的红树林消失了; 目前红树林每年消
失的速率是 1%~3%。综上所述, 全球目前每年平
均有 2%~7%的“蓝汇”消失, 是其 50 年前消失
速率的 7倍。海洋植物群落, 亦即“蓝汇”, 正在
遭受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 它正在全球范围内以
高于热带雨林 2~15 倍的速率消失[35]。“蓝汇”的

消失不仅意味着生物多样性和海岸带生态环境受

到威胁, 还意味着自然碳汇的丧失, 从而削弱了
生物圈消除人类排放的CO2的能力。因此, 保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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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蓝汇”、维护生态平衡, 就成为了沿海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 

3  改善“蓝汇”固碳能力的措施 

沿海水域只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 7％。然而, 
如珊瑚礁这些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与固碳能力却很

高, 因而在这个狭小的地区形成了世界上主要的
渔场, 提供世界渔业产量的大约 50％。它们为近
30 亿人提供重要的营养, 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
的 4 亿人民提供了 50%的动物蛋白质和矿物质。
在沿海地区, 植物群落所形成的“蓝汇”是最主要
的生产力, 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服务, 包括
为各种动物提供索饵场和繁育场、降低沿海污染、

保护海岸免受侵蚀和缓冲极端天气的影响等。 

沿海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估计已超过 25 万
亿美元/年, 是所有生态系统中经济价值最高的。

但是, 这些生态系统中的大部分已经退化, 这不
仅是由于不可持续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还是
因为流域、海岸带发展规划不合理, 大规模围填

海等海岸工程建设以及废物和垃圾的随意丢弃

等。只有通过完善管理机制, 开展综合治理, 全面

协调地保护和恢复沿海地区的生态服务功能, 才
能维持“蓝汇”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具体措

施应该包括控制入海污染物和海水富营养化、大

力发展以藻类为主的清洁海水养殖业、推广和完

善以建立海藻礁和海草场为主的生态修复和资源

增殖技术。这样的一些做法, 不仅有助于恢复“蓝
汇”, 而且还将在改善沿海居民健康、提高渔业
劳动生产率和保障食物安全生产等方面取得成效。 

4  强化和恢复海洋蓝色碳汇的服务功能 

人们正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重要性, 因为它是延缓气候变化、保障人类福
利、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36]。“蓝汇”

是天然海洋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40 年
代以来, 随着各种海岸带植物群落的消失, “蓝
汇”的固碳能力可能已经大大降低了。在极端天

气状况愈演愈烈、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越来

越严重的今天, 世界各国都应该把恢复“蓝汇”

作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策略之一, 大力开
展海岸带植物群落修复行动。在开展这些行动的

过程中, 应该把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作为核心思
想, 把恢复“蓝汇”与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相结合, 兼顾食物安全、居民福利和海岸带的可
持续开发 [3]。 

大量证据表明, 扭转海岸带植被退化的趋势
和恢复“蓝汇”能大大改善全球海岸带环境的生

态状况, 恢复沿岸生态系统的重要服务功能, 如
提供高溶氧海水、作为动物保育场、帮助恢复野

生鱼类种群或者保护海岸线免受风暴和极端气候

的影响等 [37–38]。同时, 通过避免海岸带植物群落
的进一步退化, 还可以重建一个重要的自然碳汇, 
从而减少CO2排放和延缓气候变化。 

因为“蓝汇”广布于除南极洲之外的世界各

地 , 所以拥有广阔沿岸水域的沿海国家和地区 , 
如中国、印度、东南亚、黑海、西非、加勒比地

区、地中海和俄罗斯等地, 可以探索通过保护和
修复“蓝汇”来实现CO2减排和恢复自然资源。

与现有的重建热带雨林政策相比, 扩大“蓝汇”
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因为它是一个双赢策略, 它
能帮助各国履行联合国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和气

候变化公约。比如, 中国正在履行的《国家湿地
保护公约行动计划》要求每年增加碳捕获量 6.57 
Gg [39]。Andrews 等 [40]通过计算证明, 如果英国
把 26 km2的围填海区域还原为潮间带海区, 则每
年可以固碳 800 t。扩大“蓝汇”可能需要采取如
下一些具体步骤:  

第一步是保护重要的“蓝汇”栖息地, 这在
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主要措施是依法制

止破坏“蓝汇”的一切活动, 包括围填海、砍伐
红树林、农田过量施肥以及城市有机污染物的排

放、砍伐森林造成的水土流失、过渡捕捞和海岸

带开发导致的岸线变更等 [41–42]。同时, 对于如何
维护这些生态系统健康和保护其功能, 也有一些
“蓝汇”管理的良好操作规范可供参考 [43–45]。 

第二步是大规模修复已经丧失的“蓝汇”栖息

地, 这些消失的“蓝汇”区域的面积可能与现存

的“蓝汇”区域面积相当[31,42]。在一些国家,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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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的大规模修复计划已经取得了成功; 其中最
大的项目可能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红树林修复

计划。这片区域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种植柑橘
而被彻底毁坏, 但现在已得到恢复 [46]。中国广西

山口红树林保护区经过十多年的保护和恢复, 现
已扩大 12%, 面积达到约 4 000 hm2; 目前该保护
区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络, 
并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盐沼的恢复也是可行的, 
并且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大规模开展 [47]。 

海藻床的恢复则比较困难。因为需要在水下

移植或种植海藻, 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 并
且需要较高的费用。这也限制了海藻床恢复项目

的规模和成效。已经恢复完成的海藻床往往只有

几公顷大小, 而数量也较少。但海藻床修复具有

战略意义, 即便是小规模的修复工作也有可能促
进大片藻床的自然恢复。不过, 如果不采取一些

辅助措施, 如减轻环境压力等, 藻床的修复将非
常缓慢[48]。从长期效果来看, 海藻床向四周蔓延
生长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即便是很小的修复努力

都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每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都不尽相同 , 

也并非所有的“蓝汇”都同样有效。按单位面积

计算, 盐沼的固碳速率最高, 其次是红树林和海
藻。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 “蓝汇”生态系统

的固碳效能取决于是否具有较高的生物量和生产

力, 亦即植物是否能生产过量的有机碳[49]; 以及
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 是否能截留陆源营养物质
用于自身的过量生长, 进而实现较高的碳储存速 
率 [50]。修复“蓝汇”的计划必须集中在那些具有

较高碳捕获能力的种类上;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上述
种种因素, 以综合开发整个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 

迄今为止, 保护海岸带植被和保护关键种类的
植物栖息地始终是海岸生态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 
而大多数“蓝汇”的修复都是作为附带结果[38,47,51]。

今后应该从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上全面评价“蓝

汇”修复的意义, 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5  海水贝藻养殖——有待拓展的蓝色碳汇 

海洋占地球表面 70%以上, 是地球上最大、

最活跃的碳汇。海洋吸收阳光的比例比土地多得

多, 特别是在土地稀缺的热带和亚热带。对于水
产养殖工作者而言, 海洋是广袤的、尚待开垦的
处女地, 拥有充足的阳光、空气和水。近年来, 水
产养殖迅猛发展, 海水养殖业生产的“蓝色食物”
正在以指数方式增长。 

FAO(2009)[52]的统计数字表明 , 水产养殖已
经超过捕捞渔业成为水产品的重要来源。从 20世
纪 50年代初年产量不到 100万t发展到 2006年的
5 170 万t, 已经增长了 60 倍; 产值达到 788 亿美
元, 年增长率近 7%。2004至 2006年间世界水产
养殖产量年增长率为 6.1%,产值增长为 11.0%。此
外, 水产养殖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了世界上千百万
人的就业。最近几十年, 渔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主

要来自水产养殖业的发展。2006 年, 约有 900 万
人从事水产养殖, 其中 94%在亚洲。水产养殖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食物和经济来源 ; 全球
91.5%的水产品是在亚太地区出产的。 

2006 年全球海藻养殖产量约为 1404 万t, 价
值约 70 亿美元, 其中的 99.8%来自亚太地区, 特
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中国养殖大型经济藻类

产量为 1 090万t(湿重), 占全球养殖产量的 72% [52]; 
以中国养殖海藻每年固碳量 0.4 Tg [22]计算, 则全
球藻类养殖固碳量约为 0.56 Tg/a。这个数量占整
个海洋碳汇的比例, 尤其是占海洋“蓝汇”的比
例还很低。今后应该大力发展海藻养殖业, 使碳
汇渔业在人类减排CO2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型海藻的筏式养殖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技术, 而且养殖范围可以拓展到离岸深水区。海
藻不仅是食物, 也是肥料、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
和生产藻胶的原材料。此外, 它也可以成为生物
燃料。与野生海藻不同的是, 大量收获养殖海藻
用于生物能源不会对大气CO2浓度造成明显的影

响, 而且也不必担心对海岸带生物群落造成破坏。
生物燃料源于光合作用, 基本上是碳中性的, 因
为它们燃烧释放的碳都是它们从大气中吸收的碳。 

养殖贝类也能从海水中移出大量的碳, 并利
用贝壳形成较为持久的碳汇。以 2002年中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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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总产量 840 万t计算, 通过收获养殖贝类从海
水中移出的总碳量约为 0.86 Tg/a, 其中, 贝壳中
的碳含量约为 0.67 Tg [27]; 据此计算, 2006年全球
贝类养殖产量为 1 300 多万 t, 则其固碳总量为
1.36 Tg/a。 

1999年到 2008年间, 中国海水贝藻养殖每年
从水体中移出的碳量为 1.0~1.37 Tg, 相当于每年
移出CO2 4.4 Tg; 10年合计移出约 44 Tg CO2。如

果按照林业使用碳的算法计量, 中国海水贝藻养
殖每年固定CO2的量相当于造林 500 000 hm2 [53]。

可见, 以贝藻养殖为代表的渔业碳汇的固碳潜力
已经显现, 并将随着海水养殖技术的进步和产业
的发展不断扩大其影响与贡献。 
综上所述, 全球目前化石燃料燃烧、热带林

破坏等因素导致的 CO2释放总量是 7.2~10.0 
Pg(C)/a[36]。其中的 2.0~3.4 Pg(C)/a进入大气层 [54], 
2.0~2.2 Pg(C)/a被海洋吸收  [3], 陆地生物圈与大
气圈之间的碳循环处于平衡状态。通过保护、修

复和强化管理措施, 在全球范围内恢复海洋“蓝
汇”, 将增加固碳量 450 Tg(C)/a, 相当于 10% 的
必需减排量(即为避免气候急剧变化而需要减少
的排放量) [3]; 将这些海洋“蓝汇”与通过减少砍
伐森林而获得的“绿色碳汇”相结合, 则可以提
供高达 25%的必须减排量。而从渔业和水产的角
度看, 进一步发展贝藻养殖和增殖渔业, 通过渔业
生产修复和增加海洋碳汇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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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ean is the biggest carbon sink in the world. The total carbon load of the ocean is 39×1012t, which is 
93% of total global carbon load, and about 53 times of carbon load of the atmosphere. Carbon in the ocean will 
either join in the biogeochemical cycle again, or be preserved for long periods; while some of the carbon will be 
stored in the seabed forever. According to the Blue Carbon report by UN, about 55% global biological carbon or 
green carbon capture is accomplished by marine organisms. These marine organisms include phytoplankton, bac-
teria, seaweeds, salt marshes and mangroves. Marine plants or flora have high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findings on marine biological carbon sink by worldwide studie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Major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marine biological carbon sink are described, along with its present status and 
approaches for its restoration. Additionally, the function of seaweed and bivalves mariculture as components of 
fisheries carbon sink is evaluated. 
Key words: carbon sink; marine organism; fis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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